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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 臺 韓 紀 錄 片— 南韓 的 《 誰 在 找 麻 煩 》 （ 《 불 온 한 
당신》）（2015）和臺灣的《日常對話》（2016）—中，主角李蛻和

T媽媽月女的生命經驗，據此提出「非典型記憶」的歷史形態，並探問「酷兒
生存模式」與「歷史修復」的可能。李蛻和T媽媽前後出生、成長於1945至19
70年代的南韓和臺灣，彼時兩地正經歷劇烈的政治、經濟轉型：從日本殖民、
冷戰反共，到朴正熙與蔣中正的威權時期；同時是從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化社
會的高峰期。兩位紀錄片主角身處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在性／別（同性
戀者、不婚女性、家暴單親）與勞動（女工、司機、祭司）身分上呈現有別於
當時主流社會高度集體正常化的「邊緣性」（precariousness），並透過紀
錄片的口述回憶，將此生命經驗傳遞到拍攝者與觀眾眼前。本文認為，兩位紀
錄片主角的生命經驗凸顯了「酷兒時間」的複雜歷史向度，並反映了兩個重要
的歷史問題：其一，主導性歷史參照總是著重於「意識形態」與「象徵」的操
作，而李蛻和T媽媽的生命經驗則反映了，著重這兩個分析面向，會忽視歷史
參照系統中的「物質基礎」。再者，他們的邊緣生存狀態不只與性／別身分有
關，而是跟生命形態緊密扣連，也因此必須連結階級、勞動、信仰等面向，據
此揭露各種權力系統的結盟。最後本文提出酷兒歷史的「修復轉向」，以兩部
紀錄片呈現的「修復性閱讀」重塑酷兒主體經驗中的日常性與情感結盟，嘗試
在社會建構的意識形態和表演性之外，補充較少被觸及的生活體現，以此修
復酷兒歷史，進而重構批判方式。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main figures of Yi Muk and T Mama in recent queer documentaries: 
Trouble rs  (2015)  and Small  Talk  (2016)  pro duce d by  S outh Korean and 

Taiwanese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is paper speaks to recent work in queer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on the potential for “queer modes of life”. Yi Muk and T Mama 
were born and lived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 1945-1970s, when the 
two societies were undergoing dra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from 
Japanese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system, to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s well as the 
peak period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two protagonists demonstrate a critical lived experience of precariousness in terms 
of gender/sexuality and labor work. I argue the “precarious memory” embodied in the 
documentaries present a usefu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dominant mode 
of history writing. To facilitate this argument, I will trace the shifting paradigms of sexual 
norms from the legacy of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ideology, to the precarious present 
whe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sexuality is passed on to subsequent generations. 
To be more specific, I will discuss the issues of gender norms through the reading of 
the liminal subjects of pajissi and chhēng-khò-ê (both means Mrs. Pants in Korean and 
Taiwanese language), the precarious lives of these non-normative subjects under cold 
war system, and how the directors (as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Yi Muk and T Mama) 
integrate this socio-history into the present and future, to approach a reparative reading 
of queer history.

關鍵詞：性政治、不穩定階級、酷兒生存模式、《日常對話》、《誰在找麻煩》、修復式閱讀

Keywords: Sexual politics, Precariousness, Queer modes of life, Small Talk, Troublers, 
Reparativ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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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 0 1 5、2 0 1 6年，南韓與臺灣兩地不約而同前後出現了以「穿褲的」

「前」酷兒為主體的紀錄片作品。南韓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李英（이영）
以「前輩」李蛻（이묵， 1 9 4 5－） 1為主線，於作品《誰在找麻煩》

（《불온한 당신》）（2015）2中帶出當代同志運動中較少見到的前酷兒

身影。臺灣獨立紀錄片導演黃惠偵則以母親月女（1956－）為拍攝對象，

先推出了《我和我的T媽媽》，同年再推出院線版《日常對話》（2016）

，記錄了母女之間的互動與長年的沉默（林書怡2018）。這兩部紀錄片除

了皆以「前輩酷兒」為拍攝對象，攝者與被攝者間也有著清楚的「承繼」

關係，但在敘事與結構上有著許多差異。《誰在找麻煩》有三段敘事主

軸，除了導演李英跟隨李蛻前往都市、郊區兩個住所之間的生命經驗，另

外也記錄了2014年之後南韓同運的反挫—基督教保守陣營杯葛《反歧視

法》、干擾《青年人權條例》辯論、阻撓同志遊行集會等，以及經歷311海

嘯的一對日本女同志戀人。這三段敘事可以互相獨立來看，合在一起則凸

顯了導演對於生命的探問。《日常對話》則全片聚焦導演母親—即T媽

媽—的家庭、事業、感情歸屬；家庭除了T媽媽的原生家庭還有與導演姐

妹的家庭關係，事業則是牽亡魂歌陣，感情則有多位同性伴侶現身。

兩部紀錄片皆呈現非常豐厚的個人記憶與生命史，也映照南韓與臺灣

在戰後至今的性／別政治史。更重要的是，我認為這兩部片提供了如美國

跨性別酷兒研究者霍伯斯坦（Judith Jack Halberstam）提出的「酷兒生存模

式」（queer modes of l i fe）。霍伯斯坦特別仔細研究了各種酷兒生命的時

1 關於「李蛻」這個譯名有其緣由，在此說明：影片製作團隊WO M D O C S向我
說明，原文的「이묵」並非正式人名而是暱稱。此暱稱來自傳說動物「螭龍」
（이무기），且是L G BTQ社群中的一個精神象徵。螭龍形如無角的蛟龍與蟒
蛇，會在深冷的水中蟄伏千年等待登天為龍，是水中生物之王。它的形象既神
聖、強大，又帶著可怕與悲傷，這樣的精神姿態在LGBTQ社群中產生共感。因
此我在與製作團隊討論後，權衡將片中人物的名字「이묵」翻譯為「李蛻」，
取其蟄伏蛻變之意。

2 此片完成於2015年，紀錄片影展公開放映。後於2017年7月20日推出院線版，在
南韓各大電影院公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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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形態，闡明這些邊緣生命如何透過「次文化的實踐、另翼結盟模式、跨

性別的各種體現形式，〔⋯〕展現自發性的生存模式的再現形式」（2005: 

1）。他提出以「酷兒時間」來檢視主流歷史忽視、壓抑、排除的各種生命

樣態。在「主流歷史－個人記憶」的交錯下，「共同過去」（shared past）

的歷史敘事具有規範的功能，並形成「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此外，「過去」總是作為「現在」的參照，也經常與「未來」聯繫在一

起。這一切即是異性戀／線性歷史（straight t ime）及其「再生產」與「未

來性」等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然而，正如美國性別研究者韋斯頓（K a t h 

Weston）在其研究酷兒親屬關係的著作中呼籲的：「只有歷史、物質條件

和脈絡才能解釋同性戀關係意識形態的具體內涵，它們在特定時間點的出

現，以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施行這些意識形態的各種方式。」（1991: 40）

為此，本文將回溯臺韓兩地在此歷史－社會轉型過程中，如何透過「性／

別」（gender/sexuality）的正常化，將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滲透至常

民生活領域，轉化並強化既有的「性／別」規範（gender/sexual norms）。

本文將分析李蛻和T媽媽在紀錄片中呈現的生命經驗，反思上述主流歷

史發展過程中製造出來的支配性的歷史參照，並將兩位主角的生命經驗視

為「非典型記憶」的想像基礎，作為主流歷史之外的參照資源。這裡提出

的「非典型記憶」並非指向一種「特殊、另類」經驗以對立於「普遍、主

流」。為了避免落入既有的二元對立架構（如：異性戀vs. 同性戀），轉移

單一參照模式（異性戀為常態），本文試圖以臺韓社會、李蛻和T媽媽「互

為參照」（inter-referencing），以揭露各種支配權力間的結盟與共謀關係，

讓兩個社會中各種（性）少數群體得以相互映照，並發展橫向連結的可能。

以兩部電影互為參照，本文試圖探究以下主題：首先我將提出兩組

「時間」（temporalities）—一為「酷兒時間與線性（直）時間」，以及

「非典勞動與資本主義生產時間」—討論這兩部紀錄片共同點出的歷史

參照問題，並提出酷兒的「生存模式」不只與性／別身分有關，而是與生

命形態（precarious status）緊密連結。接著我將以兩片都觸及的「穿褲的／

褲子氏」來討論戰後臺韓兩地在冷戰時期構築的「性別辨識規範」，重構

這組特定詞彙的歷史，並呈現「酷兒時間」的複雜向度。最後，透過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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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歷史化的討論，我將在結論提出以「日常」和「情感」面向介入酷兒歷

史的修復式閱讀，以期在探問上述「酷兒生存模式」的歷史化與再現之

外，為當下的歷史時空提供多元參照的可能。

二、非典型記憶與酷兒時間

 本節以「非典型記憶」（precarious memory）討論兩部紀錄片主角生

存的酷兒時空，以凸顯主流歷史時間參照中被排除的各種生命樣態。兩部

紀錄片主角出生年分差距有十年，但都成長於戰後，特別是1960至1970年

代的歷史時空，並以非典型的方式生活過來。這裡的「非典型生活方式」

（precarious status）最具體的特徵就是兩位前輩皆不在「一般」「女人」

的生命週期裡。李蛻於1945年出生，故鄉在全羅南道（전라남도）的麗水
市（여수），成年後前往首爾工作，在1960年代開計程車維生，之後退休

並往返於麗水與首爾，有過多段情感關係，並差點「結婚」。以上是紀錄

片點到為止的訊息，李蛻至今超過70年的生命有大半的時間無法在紀錄片

中呈現。因為在訪談過程裡，觀者會發現李蛻自身模糊、破碎的記憶並沒

有其他系統協助重建，導演必須全然仰賴被攝者的「自述」與「當下」回

溯歷史。T媽媽則有著較「完整」的歷史，但在導演決心拍攝這部紀錄片之

前，T媽媽的生命經驗在女兒眼中也是破碎、謎團般的存在。生於1956年

的月女，受完基礎教育後就在1970年代成為「女工」，19歲認識生命中第

一個女性伴侶（戲班演員），21歲嫁為人妻並生下兩女。之後因受家暴而

帶著兩個女兒投靠朋友，在牽亡歌陣當臨時工，後來成立自己的「牽亡歌

團」，兩個女兒（與二女兒的女兒們）也在「牽亡」中幫忙。紀錄片裡我

們看到T媽媽多段關係裡的女性伴侶都「現身說法」，紀錄片拍攝時也有個

穩定伴侶在身旁；導演作為女兒也試圖重構母女倆過去一段無法言說的黑

暗歷史。

儘管程度不同，我在兩位主角身上皆看到社會歷史（socio-historical）

系統的失靈。前述「系統」的缺乏，即表現在「社會關係」與「國家歷

史」的雙重缺席。以李蛻為例，前者指的是李蛻孤身一人沒有家庭，其工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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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屬性不穩定、變動高，沒有加入任何工作、學校、宗教社會支持系統；

後者指的是主流歷史沒有留下紀錄，這包括李蛻世代用來自稱的語言、或

下面將討論的「女運會」這樣組織的紀錄。而為了重構社會歷史的缺口，

我們看到兩部紀錄片皆指向酷兒前輩們的「日常記憶」，「日常」成為

兩部片、乃至兩段酷兒歷史重要的敘事資源。日本文化研究者哈若圖寧

（Harry Harootunian）即曾闡明「日常性」（everydayness）與主流國家歷

史敘事之間的張力：

吸引我注意的日常性，並非僅是個欠缺世界歷史事件性的無聊所
在。它之所以有資格和歷史相提並論，是因為它的認知模式能肯
定無法逆轉的時間，這與歷史所堅持鞏固的線性時間背道而馳。
兩者之間的緊張，在國家致力於線性進程時便凸顯了出來—此
一線性行進軌道猶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稱的「單向街」
，在其中，過去永遠已成過去；相較之下，日常性則是將至未
至，且各種過去的痕跡在其中同時並存，持續與當前時刻（ the 
present）融合、互動。在這個衝撞中，日常性揭示了一種容易被
輕忽的特殊不均衡（unevenness）、不平等情況，一大群默默無
聞之人每天生活在這樣的不均等之下，受制於國家歷史—國家
歷史總是嗜好製造均衡發展的形象，抹除各種時間性雜沓並在的
狀況，忽略不平等生活的窘境。（Harootunian 2017: 13-14）

哈若圖寧觀察到，這些彼此衝突的時間形式體現於「民族國家」與「工

業資本主義」兩者運作下的「每日生活」，並進一步說明：「我們面對的

是兩種認知模式、兩種時間性。兩者必須不斷被串聯在一起：一邊，是歷

史冀望還原過去的企圖，是被排列成規則線性順序的歷史發展；另一邊，

則是記憶對時間所做的不斷折返。我們必須將兩者結合起來。」（ i b i d . : 

17）哈若圖寧提點的「兩種時間性」，在本文討論的兩部紀錄片中有著十

分複雜的內涵。更細緻來看，李蛻與T媽媽的生命同時存在「酷兒時間」與

「直／線時間」、「非典型生存樣態」與「資本主義生產時間」。因此我

將在下兩段討論中提出，兩部紀錄片再現的「日常」與「記憶」導向一種

「非典型記憶」的敘事模式：即對應於「資本主義生產」、「主流異性戀」

的線性歷史，朝向國家歷史以外的個人記憶與安穩生活之外的生存模式。

（一）酷兒時間與直／線歷史

首先，在兩部紀錄片中，被拍攝的「酷兒前輩們」皆呈現了其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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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線時間」（straight t ime）3和「酷兒時間」（queer t ime）；這兩

個「時區」並非對立而是並存，即使也經常各自有別。霍伯斯坦在《酷兒

時空：跨性別身體與次文化生活》（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and Subcultural Lives）提出，同性戀者在主流的時間表中，經常像個

業餘者般操作自己的生活，「酷兒的時間和空間發展，部分地相對於家庭、

異性戀和再生殖的制度」（Halberstam 2005: 1）。對霍伯斯坦來說「酷兒時

間是一個黑暗夜總會，偏離人生的連貫敘事—幼兒－青春期－婚姻－生

育－育兒－退休－死亡〔⋯〕展現酷兒生存於世的方式，以及對精細的社

會文本的批判」（Dinshaw et al. 2007: 182）。霍伯斯坦試圖點出「酷兒的時

間性破壞了時間的規範性敘述，〔這一規範性敘述〕幾乎構成了所有定義

人類的基礎」（Halberstam 2005: 152） ；他並提出將酷兒性（queerness）

與性認同（s e x u a l  i d e n t i t y）分開，不要將之理解為一種「性」的方式，

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這對某些人來說必定更加令人不安（ i b i d . :  1）。

霍伯斯坦的論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李蛻和T媽媽生命中開展的酷兒時

空。例如，李蛻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地理時空有著明顯差異。在紀錄

片開始沒多久，李蛻在訪談中自陳：「我從小就覺得我不是女的。那是為

何我的人生變成這樣。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女人。」當他在麗水老家時，面

對兒時即十分熟悉的鄰里老人，他說道：「這裡的人都知道我是怎麼樣從

一個女孩長成男人，在外地是以男人身分生活，小鎮裡的人都知道。」他

在家鄉自在地穿著褲子、不穿束胸，而在另一個空間裡，李蛻非常仔細地

洗滌、穿戴「束胸」，因為在首爾大城市裡生活時他認為「應該要以這

個地方喜歡的方式過日子」，所以他不僅穿戴束胸，也以另一個男性化的

名字「金勝友」（김승우）生活。根據空間與人際關係而部分隱藏或揭示

3 這裡的「直／線時間」同時指的是「異性戀」與「線性史觀」導向的生命時
序。“Straig ht”在英語中有異性戀的意涵，中文經常以「直」與「彎」對比指
涉異性戀與同性戀，故以「直時間」來命名異性戀常規化的社會歷史。而「線
性史觀」則指向西方現代化意識形態主導的歷史書寫，認為歷史以直線時序發
展，由此導出「現代與傳統」、「進步與落後」這樣的對立架構，以分類不同
文化、社會與族群的觀點。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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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方式，使用不同的名字 4同時展現挑戰與抵抗。束胸成了李蛻7 0多

年生命的象徵性表達。「應該要以這個地方喜歡的方式過日子」暗示的是

都市生活更嚴密的性別與身分規範。如李蛻選擇的職業經常與男性身分連

結（司機與勞力工作），他在伴侶家庭出入也需要緊守男性角色，以免引

來臆測甚至被驅趕的麻煩。裴勝敏（배성민）和鄭希聖（정희성）在〈以
酷兒重構空間概念〉一文中亦透過李蛻的經驗質疑了城鄉之間的二分思維

（배성민、정희성2018）。一般認為城市對於同性戀者來說比農村地區更

容易生存，然而，李蛻在農村家鄉感覺更舒服，在城市中則需要隱藏。當

然，這是經驗來的。李蛻回憶道：「以前的人都叫同性戀愛者『女人住在

一起』，在我們背後八卦，但過一段時間他們就待我們如鄰居、親戚。我

們這種人心地都很好，所以村裡的人很快就了解到我們一點都不怪異。過段

時間她們會邀請我們去晚餐。但剛搬來時我們成了村裡的話柄。」李蛻的

經驗表明，酷兒和空間之間的實際關係比傳統上接受的二分圖像更複雜。

在《日常對話》中，T媽媽的「酷兒時間」也夾雜在她的線性生命週期

裡，並展現在兩個「家」之間。T媽媽原本在主流時間週期裡順勢成為「女

工」、「妻子」與「母親」，後因為家庭暴力，「身上工作賺來的錢全都

被他拿走，連吃飯的錢都沒有」。經歷家暴1 1年後，3 2歲的她帶著兩個

女兒連夜逃走，逃離時什麼都沒帶，靠朋友「阿蓮」救濟；後來跑出去賭

錢，看能否贏一些錢幫女兒買衣服。即使之後有能力租一個房間讓三人有

容身之處，兩個女兒也「很可憐不能去讀書，因為我們沒有戶口名簿」。

這段經歷一直橫亙在T媽媽的兩種生命時間裡，破碎、交錯、重疊。如影片

中導演透過訪談T媽媽的交往對象，發現母親跟她的女朋友們訴說的是不同

的人生版本：兩個小孩是領養的；結婚是因為跟一任女友賭氣；結婚只跟

丈夫同房一次、維持一週。導演將這些從未聽聞的版本理解為「原來我媽

只能用這種方式，去面對她無法提起的那些過去」。又如片中描繪了T媽媽

輾轉在不同的「家」—中和舊家、母親北港娘家、後來在蘆洲的家—

之間，其生命中的過去、現在相疊在一起。在十幾年前父親自殺死去的中

4 本名是女性常見的名字順心（순심），對一些朋友使用暱稱李蛻，在首爾則是
以金勝友（김승우）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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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舊家裡，「我媽，還有那個小時候的我，一直都還被困在這裡，沒有真

正離開過」。在不同的「人生版本」、不同的「家」之間，T媽媽同時處在

多元的空間與時間向度，而非單一均質化的生命週期裡。

（二）不穩階級與資本主義時間

李蛻與T媽媽身上的酷兒身分，讓人生週期有了停滯、中斷、岔途等非

線性生活方式，但除了偏離異性戀線性時間，他們的人生經驗更挑戰了現代

工業化社會造就的「均質化的生命週期」，並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時間之外

的非典型勞動主體。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者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研

究，前工業化社會的日常生活是由自然循環（natural cycles）—白天和黑

夜、星期、月分、季節和生命週期—構成的，並被框限在宗教意義和使用

價值之內，亦即馬克思所闡明的，早期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被生產現場的

工作日程主導；資本主義就存在於日常生活裡並不斷自我再生產（Lefebvre 

1987）。我在此提出以酷兒經驗重新檢視工業化資本主義時間，進一步深

化「直／線時間」與「酷兒時間」的二元認識，特別是近年來國際學界酷兒

研究已不斷強調「階級」、「貧窮」、「新自由主義」、「非典型勞動」

等經濟面向的酷兒政治介入（Duggan 2012; Hollibaugh and Weiss 2015）。

美國酷兒運動者荷安珀（A m b e r  H o l l i b a u g h）與人類學學者韋斯

（M a r g o t  W e i s s）曾在〈酷兒危危欲墜與同志富裕神話〉一文中表示：

「不管我們是否宣稱自己的酷兒身分，我們每天都會直接被當成變態的勞

動者：女漢子卡車司機、雙性戀幫傭、幫直人清潔家務的扮裝皇后。」

（Hollibaugh and Weiss 2015）因為「底層低薪、移民、有色人種的同志／

酷兒人群本來在經濟上就很脆弱，性別、性和其他方面的弱勢則進一步凸

顯我們，使我們與其他類似情況的人群隔絕」（ i b i d. :  20）。紐西蘭籍文

化研究者杜靈（Simon During 2015）亦提出當下需要以新的階級類別來討

論以往的「底層」（s u b a l t e r n）研究。杜靈認為全球新自由主義已削弱了

「底層」這個歷史概念的分析力道，並產生了一個新的類別：「不穩階

級」（precariat）。5他認為在近年的全球各種大型抗議運動裡（如占領華爾

5 Precariat這個詞是由precarious（非典型勞動）與proletariat（無產階級）兩個字
合併而來，可直譯為「不穩定的無產者」。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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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菁英和底層（或資產階級和工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等）之間的傳

統分歧正在瓦解；以往透過區域和文化差異穩定維持的支配和從屬關係，

正在被相對不穩定、分散的剝削和不安全狀態所取代。具體來說，「不穩

階級」指的就是那些沒有穩定和充足收入、沒有身分、無法進入能夠提供

合法性、認可和支持的機構和社區的人。這可以用來理解《誰在找麻煩》

中李蛻曾經參與的「地下」組織「女運會」，以及《日常對話》中T媽媽

的感情與經濟社群「牽亡歌陣」。另外，美國酷兒理論家巴特勒（J u d i t h 

Butler 2004）則將「不穩定生活」（precarious life）視為一種倫理哲學，能

夠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共同脆弱性，並為非暴力的、進步的政治提供基礎。

巴特勒的倫理哲學就呈現在《誰在找麻煩》並置的多段敘事與事件裡。

《誰在找麻煩》韓文標題中的「불온한」可以直譯為「不穩的」（日
文則翻譯為「不穏なあなた」），意指「不順應統治權力體制的思想或態

度」；6中文譯名則對應於英文譯名Troublers。這幾個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複

雜內涵，連結到本文提出的「不穩定狀態」（precarious status），7以及下

節將聚焦討論的「麻煩者」如何在臺韓社會被塑造出來。若先回到巴特勒

提出的倫理哲學，《誰在找麻煩》將李蛻、經歷311海嘯東北大地震的日

本女同志，對應於當代的年輕同志／酷兒、世越號船難 8家屬，凸顯這些

人皆在不同時空中共存於脆弱不安的生命狀態。紀錄片中呈現的反同團體

與其論述，更以「威脅國家安全」為名，同時將同志／酷兒與船難家屬視

為「非國民」、「從北者」（親北韓人士）；9也正是在船難發生的同一年

（2014），反同基督教團體不僅以暴力阻擾六月在首爾新村大學路舉辦的同

6 資料來源：南韓國立國語院（국립국어원2019），引用的字詞解釋皆來自線上
版的解釋。

7 關於precarious、precarity的中文翻譯尚未標準化，本文依照討論主題與材料統一
譯為「不穩的」與「不穩階級」。

8 該船難發生於2014年4月16日。當日載著476人、自仁川港駛往濟州島的世越號
客輪，在航行途中失重而翻覆；乘客中325人是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事故最
後共有304名乘客和船員罹難，輿論認為政府單位在救災與後續處理上資訊不透
明且互相推諉責任，才導致嚴重的受難人數。

9 將南韓酷兒／性少數貼上「共產黨」、「親北」等標籤的討論請見：H a n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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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遊行（酷兒文化節），更攻擊船難家屬浪費國家資源、「貪婪地」要求國

家賠償。《誰在找麻煩》將不同國家、不同社會弱勢團體身上發生的政治、

自然、人權災難並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共同體的想像與連結。這裡的「共

同體」是由「跨國族」、「非國民」、「不平等」、「不均質」等內涵聯繫

在一起，對於理解當代國際社會中的「不穩階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照。

從上述的背景來理解李蛻與T媽媽的生命形態，可以更清楚看到1970

年代（以及更早之前）這些「沒有穩定和充足收入、沒有身分、無法進入

能夠提供合法性、認可和支持的機構和社區的人」是如何找到生存模式。

雖然《誰在找麻煩》透過李蛻的訴說回溯其生命經驗，記錄了一段重要的

歷史，但如前面提到的，紀錄片僅呈現了李蛻一部分的生命歷程，影片裡

僅有幾張照片、出現三兩個家鄉的故友、人事跌宕後的空間遺址。但在這

僅有的訊息裡，我們才得以重構酷兒前輩的部分生命與社會聯繫，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李蛻開計程車維生時期曾加入過的「女運會」。

該會全稱為「女性T a x i運轉者聚會」（여성택시운전자모임，韓文簡
稱「여운회」，以下簡稱「女運會」），是一女性計程車司機聯誼組織，
聚集了不同年齡、職業、階層、性身分的女性。對於李蛻「這樣的人」來

說，「女運會」代替了常規化的社會關係（學校、公司、親屬）發展而來

的支持系統，在生活與情感上提供社群支持。但這樣的組織也因為在極權

時代無法合法化、受監控而凋零，歷史資料亦幾乎佚失。我將在本文下節

就現有文獻另外進行討論。除了「女運會」，李蛻表示有非常多同類人居

住在「女運會」所在的「城北區」，並經常聚集在一處：「如果我們之中

有人要慶祝生日或銀婚，所有人都會參加，沒有例外，像個共同體，那時

很好玩。」由女運會延伸而來的社群，成員彼此住在附近，「永遠會有某

對伴侶邀大家去，我們就會聚在一起煮泡麵」。但這樣的聚會也因為「女

運會」的據點被拆除、成員漸漸老去四散而消失。

上述李蛻經驗的「酷兒生存模式」，同時交織了性／別身分，以及

不管在工作、親屬關係與社會支持系統皆遭遇的不穩定狀態（p r e c a r i o u s 

s tatus）。臺灣文化人類學者趙彥寧在其經典論文〈老T搬家：全球化狀態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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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中即曾點出，其受訪對象「老T」在年齡增長

後「被剝奪的公民身分和權利逐漸不再與公眾歧視相關，卻更受制於社褔

體制的內在運作邏輯」（趙彥寧2005: 59）。以論文中的受訪者「培元」為

例，他「被醫療體系歧視的原因並非她是一個『老T』、或是同性戀、或是

一個『不男不女』的人，而是跟她的生命形態（l i fe style）有關」；因為相

比於受黨國、軍系照顧的單身「榮民」，如培元這樣的人「早年即與原生

家庭斷絕關係，故無法或不願通知家屬作保，以致被拒絕醫療權」（ib id.: 

6 5）。趙彥寧因此提出「家的物質性」，討論酷兒文化公民身分與既存

的社會機制和親屬分類如何相互建構。李蛻成年後即離開原生家庭，在紀

錄片中可知其目前獨身一人，在父母過世後無其他親屬關係。而上面討論

的「女運會」即使曾經「代替」親屬關係給予李蛻情感與生活上的支持系

統，卻也不被公權力允諾而消逝。「女運會」凋零的原因不完全是因為其

成員的性身分，而是與工作形態與政治氛圍直接相關。這樣多重的「不穩

定」生命形態，使得親屬關係與社會關係兩者皆在李蛻生命中缺席。而這

部分的觀察在「T媽媽」的生命經驗中又有另一層次的轉化。

「T媽媽」與李蛻不同，她沒有與原生家庭斷絕關係，成年後亦結婚生

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雖然紀錄片沒有表示「T媽媽」後來婚姻關係因家暴而

結束，其實與其性身分有關，但我們從中得知她在婚姻前後皆有同性親密

關係，婚姻結束後為了維生更進入非典型職業「牽亡歌陣」，並且遇到各

階段的交往對象。更重要的是，「T媽媽」的不穩定生命形態其實源自家暴

婚姻帶來的「羞恥感」。如在紀錄片中導演特別問了：「媽，你為什麼怕

人家知道你結婚後被家暴，但是你不怕人家知道你喜歡女生？」T媽媽回答

道，「不會怕啊，又不是只有我這樣。（導演：以前又沒有那麼多人。）

以前就有很多人，是你不知道。臺北橋那裡有一大群。」「臺北橋」曾經

有過的同志社群，是如同李蛻的「女運會」一般的存在，曾為1970年代的

T媽媽提供自身存在的基礎，我將在下節與「女運會」一起討論這個關鍵的

歷史群體。在此處我欲凸顯的是，T媽媽的「羞恥感」並非來自其性傾向，

而是作為一個「女人」，以及「家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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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你有沒有去問過要怎樣才能離婚？

T媽媽：是有問過，但是我覺得那樣很丟臉。

（後與女友一起洗菜煮飯、兩人單獨談話）

導演：你覺得讓人家知道你被家暴很丟臉？

T媽媽：對。

導演：為什麼害怕別人知道你被家暴？你又沒做錯什麼。

T媽媽：為什麼長到那麼大還要被人家打？

聊到這段經歷時，T媽媽痛苦的記憶全部凝縮在其表情；在一段沉默

後，她轉身離開鏡頭。之後再回到鏡頭前也只能表示「說那些事情很痛

苦，不要再說了」、「不要再問這些了」。如本節開頭簡短提到的，T媽媽

在身無分文、家當，帶著兩個女兒逃離家暴婚姻後進入了不穩定的生活形

態：借住朋友家、為幫女兒添購衣物賭博、在牽亡歌陣打零工、沒有戶口

名簿和戶籍讓女兒入學⋯⋯這個生活不安全的狀態在後來逐漸改善，從租

賃小房間到得以買下公寓，從到處打零工到成立自己「阿女牽亡歌團」，

也發展出幾段穩定相互照護的感情關係。但這依舊與主流認可的生命形態

（法定認可的家庭關係、工作）有段距離，卻經常是酷兒生命形態的「主

流」模式。

無論是李蛻或T媽媽，在他／她們性身分的表現之外，其「生產與再

生產」角色也在主流的歷史時間之外。但也正如義大利女性主義者方丹

（Laura Fontane）提出的：「女性的不穩定性可以被視作能有效跨越『差

異』而達成對話的出發點。」（2007:  5）這些被階級、種族、性傾向等

差異區隔開來的女性主體，在「不穩定」的生存狀態中形成相互參照的可

能。李蛻和T媽媽前後出生、成長於1945至1970年代，彼時南韓和臺灣兩

地正經歷劇烈的政治、經濟轉型：從日本殖民、冷戰反共，到朴正熙與

蔣中正的威權時期；同時是從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化社會的高峰期。兩位

紀錄片主角身處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在性／別（同性戀者、不婚女

性、家暴、單親）與勞動（女工、司機、祭司）身分上，呈現出有別於當

時主流社會因威權政治與高速經濟發展，傾向大規模集體正常化、一致

化、均質化的「生活方式」。為了更具體理解本節討論的歷史時間，我將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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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節先回到1960至1970年代的臺韓社會，進一步探究李蛻與T媽媽所處的

時代如何將他／她們這樣的人塑造為「他者」，以及這些「前輩們」曾留

下的歷史身影：「褲子氏」與「穿褲的」。

三、麻煩者的塑造：「褲子氏」與「穿褲的」 

巴特勒曾將「他者」（o t h e r）視為人類或主體生成的一種批判式介

入，她寫道：「無論這個『他者』是否為單數，都是透過一套管理識別性

的規範被辨識、賦予肯認（a set of norms that govern recognizability）。」

（B u l t e r 2005: 25）她點出，那些被排除在「辨識規範」之外的人，是為

了保持人類的一致性而被犧牲。以本文主題為例，我曾在別處討論戰後初

期（1 9 5 0至1 9 6 0年代）、臺韓兩地的「反共政治意識形態」如何藉由強

化、轉化既有的「性別規範」，以安全為名保持社會的一致性，將抽象的

政治訴求轉化為社會現實，且動員各層級的人士進入到意識形態的建構之

中（陳佩甄2019）。我認為這部分的操作，即展現在「他者」的塑造與獵

巫上。例如在強調共產黨的「無人性」時，再次強化鞏固的是婦女的「天

職」和「天性」，與其易受暴力威脅、次等國民的階序位置；結合「共產

黨與同性戀／性變態」的獵巫，更直接展示「性」與「政治」等不同權力

部署。那麼，如同巴特勒在〈渡越主體的生存能動性〉一文中追問的：

「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標誌了（他者的）生存危機？」（B u t l e r 2000: 36）

巴特勒認為，生活方式（s t y l e）既是他者被排斥的標誌，也是他們仍能存

活下來的原因（ i b i d.）；這也與霍伯斯坦提出的「酷兒生存模式」直接呼

應。在上節與前述的分析背景下，我在本節的討論裡將李蛻與T媽媽視為

介於（between）、也屬於（belonging）兩種時空的「渡越主體」（l iminal 

s u b j e c t），其生活方式就具體展現在「褲子」這個象徵物件。我認為兩部

紀綠片同時觸及的「褲子氏」與「穿褲的」提供了臺韓互為參照的歷史，

也是「非典型記憶」的重要遺產。但這兩個詞彙在當代臺韓幾乎無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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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也反映了前述巴特勒所說的那些被排除在「辨識規範」之外的存在，

與他／她們的生存危機，以及重要的是他／她們得以存活下來的生活方

式。以下將先探究「辨識規範」在李蛻與T媽媽所處時代的施展方式。

（一）性／別的物質性與「辨識規範」：長髮與褲子

臺灣性別社會學者王秀雲在〈「不男不女」：台灣「長髮」男性的

治理及其性別政治，1960s∼1970s〉一文中曾以「不男不女」為題，指出

清末設立的《違警罰法》與日本殖民時期以來的「髮禁」作為性／別身體

治理歷史背景（王秀雲2019:  112）。「不男不女」的例子在1960、1970

年代臺灣經常指涉「長髮男性」與「男裝女性」這兩種相對應的性／別樣

貌。例如：《聯合報》（1962/06/05，轉引自王秀雲2006）曾經刊載一段

報導，「一個打扮得不男不女的斷手女郎」，在北市龍山寺附近「招搖過

市」，惹人駐足圍觀。所以即使沒做什麼事，該名女子仍遭巡邏警員問

話，並通知家長領回。該名女子為1 7歲的楊麗華，在工廠做工時被機器

輾斷右手而失業在家。報導認為工傷與失業的打擊使其「性格逐漸發生變

化，喜歡倣效男人的裝束，模擬男人的生活習慣」。受盤問時楊麗華穿著

紅色襯衫、黑色西褲、足登木履、頭髮「剪得和男孩子一樣」。警組人員

問她究竟是男的還是女的，她毫不在乎的答道：「你不會看嗎？」另一則

案例也有著非常相似的敘事：

三十四歲的王姓男子，晚上打扮成女人模樣，在臺北西門鬧區招
搖過市時〔⋯〕男女不辨，因而引起路人側目，巡邏警員把他帶
到龍山警分局，警方認為他的裝束顯然是奇裝異服，於是裁決違
警拘留一天，並警告他要改變這種裝扮，下次再犯，將加重處
分。（《聯合報》1971/05/25）

從上列數則報導的敘事來看，王秀雲（2 0 0 6 :  4）特別注意到「招搖

過市」與「不男不女」這樣的描述經常一起出現在這類報導中，「隱含

了一種觀看（g a z e）的角度，任何人只要被偵察到，必然都成為一種招搖

10 「穿褲的」不僅在本文討論的時代（1950至1970）與場域（在地社群與特定職
業）中，具有重要象徵意義，也對當代歷史理解提供了寶貴的想像資源。即使
當代社會中還有屬於上述時代與社群的人們使用這個詞彙，但在各種討論性／
別身分的論述中（無論臺韓）幾近消失，本文書寫的動機即是在回應這樣的歷
史結果，因此我欲以「幾乎無人使用」來強調這個詞彙及其歷史的危危欲墜。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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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種s p e c t a c l e）；而這些人之所以有可見度，正是因其身體的打扮

穿著不符合性別化的標準」。這樣的性別辨識規範，在官方宣導裡最常

見男子不要留長髮、衣著顏色不宜太鮮艷，女性則裙子不可過短、不可扮

男裝。然而，王秀雲更進一步點出，對於不男不女的管理與取締，不僅

僅是身體儀容、性別的規範，也是臺灣在冷戰年代面對東西方文化權力拉

鋸的展現。這部分的觀察即展現在「長髮」與「墮落西方文化」之間的連

結。如1 9 7 0年一篇〈藝術與長髮〉的投書即強調「警察嚴格取締長髮嬉

皮和奇裝異服」是在「維護我國善良的風俗」；而嬉皮乃西方產物，其

「為害，不祇是外貌驚世駭俗，主要是思想的偏激、狹隘，蒙著神秘和異

端色彩，流毒人群」；這樣的人「放著正事不幹，硬要把自己弄得不男不

女，妖形怪狀，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都是難以容忍的」（《經濟日報》

1970/06/12）。

上列例子與討論中呈現的「性別辨識規範」，是為了服務於社會的「一

致性」；不僅是「男像男，女像女」 11這樣的性別一致，更是社會內部政

治、經濟、教育等想像的一致性。長髮男性或男裝女性對於社會來說帶來

的不只是「性」的威脅，大眾論述與法制規範更將「性／別」連結到「思

想」、「工作」、「家庭」等領域，使得「性」的威脅擴及到其他社會層

級。因此當我們討論「性別辨識規範」時，不只是著重在個人「性」的展

現，必須同時觀照其他結構性連結，而本文討論的T媽媽則提供了更複雜化

的歷史圖像。當T媽媽在1970年代進入不穩定的婚家、工作形態，亦失去相

應的支持系統，其性身分反而發揮了雙重的抵抗性：一是她不會選擇再進入

另一段異性戀婚姻，繼續扮演女性再生產的角色；二是她的經濟活動轉入地

下（賭博或打零工），人際關係也不再以法定關係（婚姻、戶籍）為度。

由此回看前述的「性別規範」及其背後的權力意識形態，在穿褲子的T媽媽

身上施展的結果，是壓縮了外部生存空間，也促成其「酷兒生存模式」。

1 9 6 0年代的南韓也有類似的「性別辨識規範」與政治性的因素。以

11 詳見：薇薇夫人。1969/07/10。〈男像男・女像女〉，《聯合報》9版。轉引
自：王秀雲（20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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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子」為例，在本文討論的女同志／跨性別身分象徵之前，「褲子」亦

有其他性／別暨性身分指涉；「褲子氏」一詞，曾被用來指稱女大生的男

友、男大生及一般男性。如1960年代初的《東亞日報》即曾刊登梨花女子

大學學生以〈褲子氏也該有禮儀⋯⋯〉為題投書批評男大生的粗魯、沒禮

貌，並引來全國男學生的憤怒反駁。文章提到：

女學生們從高中開始就學會了乾淨的禮儀，同輩的男學生卻總是
看起來很邋遢。儘管和女孩約會，他們也穿著皺巴巴的襯衫，必
須強制教導這些男學生禮儀。（《동아일보》1963/07/20）

這時的「褲子」主要指涉生理男性，並與女性做區分； 1 9 7 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穿褲子的女性」還曾一度引發「中性風」話題

（배성민、정희성2018: 200）。但就如王秀雲研究的「長髮」之於「女性

性徵」，「褲子」一般被認為是男性服裝，女性穿褲子會被提出來討論，

更不會被鼓勵，原因是因為會「混淆男女」（이하나、이예영2015）。女

性穿褲子的行為不符合當時的性別辨識規範，因此「穿褲子的女性」便有

著更具體的指涉對象，並被視為社會威脅。

韓國性別研究者許允（허윤2017）曾探討性身分與規範制定的關係，

特別是「輕罪法」和「軍事法」。許允認為，在1950年代，韓國的傳統文

化和西方現代化混合在一起，解構了既存的父權規範，並重建性別景觀；

女性在那段時期從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過渡的「跨性別」狀態，是讓既有

女性身分與模仿男性氣質共存。許允以「女性劇場」（여성국극）為例，
1 9 5 0年代風行的女性劇場乃代替二戰至韓戰時期、因男性被動員打仗而

缺乏的表演藝術，因此女性演員的男裝扮相為公眾接受。然而，隨著法律

的建立，這種性別界線模糊共存的形式帶來了一些麻煩。如前述臺灣取締

「不男不女」，南韓當時的男裝女性會以輕罪法條被訊問甚至逮捕，這種

狀況依循的法令有時是根據兵役法制定的，而冷戰意識形態使這種強化成

為可能。許允認為，當時的極權政府試圖將韓國建構為一個「超陽剛國

家」，以隨時處於戰爭狀態。

上述政治氛圍與法制化使得1 9 6 0年代之後的韓國社會不再那麼「酷

兒」。如女性同性戀「夫婦」，或是互稱為「S姐」（S언니，義姐妹）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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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述經常出現在1 9 5 0年代的文獻中，表現兩個女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허윤2 0 1 7 :  1 0 2）；或如前述1 9 5 0年代風行一時的「女性劇場」不僅通

過「女扮男裝」進行性別跨界想像，亦曾提供同性親密關係實踐的方式

（김지혜2010）。然而，1950年代中期之後，這些逾越性別規範的性身分

表現變得更具「暴力」與「危險」，經常與犯罪、殺人事件連結在一起。

如1958年發生的一起女同性伴侶間的情殺案件，即牽涉到美軍G I 12、「洋

公主」、韓戰與38度線、階級、異性戀正常化性別想像等冷戰元素。這起

情殺事件發生在任啓順（30歲，事件被告）與崔貞愛（34歲，死者）這對

同性伴侶之間。在法庭報導側寫中，前者被描述為「妻子」，後者是「非

男性的」「女」丈夫，且兩人關係被定調為「同性戀愛」與「夫婦生活」

。根據任啓順供述，兩人在1950年韓戰爆發之際相識於大田，後來搬遷到

坡州、最接近北緯38度線的駐軍區附近（與美軍交易維生），9年間過著和

諧如一般夫婦的生活。事件發生在1958年夏天，兩人酒過三巡之後崔貞愛

吐露自己想要蓄妾金花子（30歲），任啓順則醋意大發、失控以美軍G I留

下的一把刀刺死自己的「丈夫」（《東亞日報》1958/07/17）。根據法庭

記錄，法官以「異性戀夫婦關係」為兩人判例，但同時認為同性間「癡情

問題」特別嚴重，易造成悲劇（국가기록원1958）。在當時南韓社會，美

軍G I、「洋公主」等身分與同性戀者一樣經常出現在兇殺、暴力等犯罪事

件的新聞報導中。同年另一則新聞中亦有兩名女性皆遭受丈夫長期剝削或

暴力而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但新聞凸顯的是她們的「洋s e x y」（양색시）
身分、與美軍的羅曼史及後來（因被美韓男性踐踏）而發展的同性戀愛關

係（《週刊中央》1958/03/10）。這類新聞背後總有著失去家父長功能的

（南韓）丈夫被隱去不談，女性—特別是與「同性關係」和「美軍」聯

繫在一起—總是被放大檢視的對象。這些案例表明，法律和社會的一致

性加強了這類人的異質性，因此研究酷兒生命形態如何與法律交織，可為

冷戰時期韓國的性別政治提供豐富的歷史線索。

（二）麻煩者的塑造：1970年代的「褲」兒生存模式

12 G.I.為陸軍（general infantry）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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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兩地從1950到1970年代之間，「性別辨識規範」逐漸朝向男女二

元嚴格區分，並且弔詭地讓「褲子」這個性別象徵物件，成為彼時酷兒們

的歷史痕跡。《誰在找麻煩》的導演李英曾在訪談中提及，因為沒有關於

老一輩性少數的資料，她帶著傳言到處尋找採訪、拍攝對象，後來打聽到

有李蛻這樣的「前輩」存在，便逕自前往李蛻住處敲門問候道：「先生，

我是『褲子氏』後輩」。13「褲子氏」是李蛻一輩的人熟悉的稱呼用語，然

而在當代南韓，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詞。而《日常對話》裡則有一幕，

導演的姪女（妹妹的女兒）阿琳在小時候拍攝的影片裡向她問道：「阿

嬤是男生還是女生？（導演：我不知道。）應該是男生吧？（導演：為什

麼？）因為她不穿裙子，每天都穿褲子。（導演：沒穿裙子就是男生？）

對啊！」這段對話後來在阿琳的認知中已修正，她與自己的姐妹甚至進一

步討論到同性戀者的權益，認為「阿嬤愛女生」沒什麼問題。然而，「每

天都穿褲子」作為T媽媽的生活方式，直接代表的不僅是性身分，更是一段

同時被主流性別規範與同志文化遺忘的「穿褲的」歷史。

「褲子」在戰後臺韓同時成為性身分術語的在地依據；這裡的性身

分在本文主要指涉女同性戀者或女性跨性別者。韓國在音譯英文的l e s b i a n

（레즈비언／레즈비안）、殖民時期開始流通的同性愛者（동성애자）或
1990年代開始出現的「異般 14及其他在地詞彙之前，有過「褲子氏」（바
지씨〔p a j i s s i〕） 15這樣的用語。臺灣則在當代已通行的「同志」、「拉

子」、「酷兒」等詞彙出現之前，已有「踢／t o m b o y、婆」16這樣的特定

13 導演在此使用的原文為：「선 배 님，제 가“바 지 씨”후 배 입 니 다」。 
見：장일호（2017）。

14 iban（이반，異般）一詞相對於ilban（일반，一般）而來。在韓文脈絡中，ilban
指涉「一般人」或「優勢的」，即異性戀者或第一階層（first class）。而iban則
因為意義上相對於i lban，指涉次階層（se cond class）或弱勢者，因此同性戀族
群使用 i b an一詞作為認同的指稱，既與異性戀有所對應卻又相異。相關討論請
見：성정숙、이현주（2010 ）。

15 「褲子氏」一般指較陽剛的性別身分，其對應的陰柔角色則是「裙子氏」
（치마씨〔c h’ ima ss i〕）。有關南韓「褲子氏和裙子氏」的研究請見：韓彩雲
（한채윤2009: 4-5）。

16 本文使用的「T媽媽」中的“T”，根據趙彥寧的研究，出現在1970年代的「美
軍文化」時期，T（“tomboy”的簡稱）以及並隨“T”而生的「婆」（T的老
婆）」的稱呼，最初正是在gay bars產生的。見：趙彥寧（2005: 53）。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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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但現已更少聽到的「穿褲的」（〔c h h ē n g - k h ò - ê〕）。兩部紀錄片

同時捕捉到1960至1970年代的「褲子氏／穿褲的」身影，其歷史與上段分

析的社會政治背景相關，並如下段將討論的，也因其自身的經濟、性、政

治身分，這群「褲子氏／穿褲的」在當時臺韓被標籤為「女流氓」、「太

妹」，被視為社會的「麻煩者」。我認為「褲子氏／穿褲的」作為「渡越

主體」，同時生存在性別二元、合法與非法身分、正常與不正常的分類規

範之間，也因其強烈的「過渡性」（l iminal phase），不僅在主流政治、社

會歷史中遭到抹除，其性身分的展現也不見於西方現代科學與文化影響下

的LGBT認同裡。 

首先，「褲子氏／穿褲的」這樣的主體經常被認為是遭到異性戀中心

社會的抹除。如韓國殖民史與酷兒研究者亨利（T o d d A. H e n r y 2020）即

在其研究中指出，韓國戰後初期的報紙試圖塑造「丈夫和妻子」的配對想

像與異性戀規範，即使報章雜誌中報導的是兩名皆為生理女性的同性戀伴

侶，仍舊會以「夫婦」指稱。亨利認為，這樣的做法一方面是為了遏制酷

兒女性的威脅性，另一方面也抹除其生活方式。這裡的「生活方式」  指的

是以「褲子氏和裙子氏」的伴侶模式生活在一起。然而異性戀中心社會，

立基於生物解剖學上的「事實」，而不是被報導者的性別自我意識，不僅

使這些人在文化上變得不正常，還被賦予了犯罪性；如上段分析中的新聞

案例，即展現了以「夫婦」指稱女性伴侶、並將其關係非正常化，甚至犯

罪化的傾向。另一方面，除了異性戀中心社會的排除，  即使是在當代同

性戀或跨性別認同更清楚分類後，「褲子氏」也因其強烈的「過渡性」而

不再通行。當李英導演在接受訪問時也不免使用「愛女人的女人」這樣的

描述來定義「褲子氏」，在2 0 1 7年院線海報上也放上了「愛女人的人」

（여자를 사랑한 사람）這樣的文案。但論者指出，這樣的敘事其實可能
參與抹除了「褲子氏」的歷史。因為「褲子氏」出現在1970年代的韓國社

會中，有其特定歷史意義；追溯其歷史不僅是在重構韓國社會過去的一種

性別身分，更是為了朝向如何理解或想像當前韓國社會，並尋求多元認識

論的問題（배성민、정희성2018: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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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子氏」這個術語雖然可用來指稱「愛女人的女人」，但與當代認

知不同，上述研究討論認為更貼近「酷兒」的意涵，涵蓋女同性戀、跨性

別，或是不定著在前面的兩個類別、不落入任何一種性身分標籤的存在。

但在紀錄片的訪問裡，李蛻將「褲子氏」定義為「男性角色，裙子氏則是

女性角色」，「褲子氏有如一家之主，要養家，裙子氏就待在家裡。這是

我們父母輩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就照同樣的規則」。這樣的用語是從李

蛻的上一輩那裡傳下來，出處不可考，也不再被使用。另外，從「褲子」

延伸而來的性身分用語，在李蛻的陳述裡還有「短褲」（짧은 바지）、
「半長褲」（반바지）等詞彙，指稱曾進入異性戀婚姻、後來離婚並與女
性一起生活的人（한채윤2009）。在成貞淑（성정숙）〈不完美的身體之
外：一個中年女同志的生命故事〉這篇研究論文中，1 9 6 2年出生的受訪

者即曾有過這樣的表述：「啊，我不能像女人一樣生活。我覺得我作為女

人的生活已經結束了。那之後我從來沒穿過裙子⋯⋯從未穿過短褲或半長

褲⋯⋯」（성정숙2012: 91）這段話的脈絡十分複雜：受訪者年幼時曾受過

嚴重燙傷，一直與身體的殘疾搏鬥共存，青少女時期有過女同性關係，為

了母親遺願透過婚介結婚，十年後離婚。以上皆是受訪者使用「裙子」、

「褲子」來表述自身「不再是女性的身體」的原因，其中同時包含殘疾、

性身分、性認同等複雜的自我認知。而對於彼時「褲子」曾象徵的複雜而

多元的內涵，文化研究者金一蘭（김일란2008）即曾做過歷史化的工作。

她研究了1 9 6 0年代報紙文章的性身分指涉用語，並指出在大眾媒體開始

透過現代西方科學、文化身分的命名來描述性少數群體之前，韓國社會的

性／別結構有著複雜的身分差異、尚未層級化的空間。這樣的複雜性不僅

是異性戀中心試圖排除的對象，更因為強勢文化（如翻譯英文用語）進入

而被抹除。李蛻的生命經驗，則更複雜化性身分的問題，凸顯了性身分如

何與政治、經濟等結構性問題連結，並進而被標籤為社會的麻煩製造者。

如上節簡要提及的，李蛻曾於1 9 6 0年代末參與的「女運會」，即是

一個性身分、經濟、政治等交織在一起的歷史場域。「女運會」具體成立

時間不明（就如一般邊緣社群的歷史一樣），但大部分資料指向1970年代

初期，持續到1980年代初，它是一個全國性組織，在主要城市都有分會。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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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雖然是由女性計程車司機組成為名，但其實聚集了計程車司機以外的

女性成員，計有超過1000名會員，從10幾歲到50幾歲都有，有許多「褲子

氏」在此活動（한채윤2011: 103）。李蛻參與過的「女運會」，其遺址在

首爾城北區廣德加油站二樓，紀錄片中亦拍攝了現在的樣貌。更重要的，

也正是李蛻的「證言」讓這個完全沒有歷史紀錄的組織得以為人所知：

有過一個「女運會」。好像是有四、五十位女司機吧？ 我們在寶
門洞的廣德加油站二樓，要交500韓元會費。 但那是朴正熙總統
時期，是在1960、1970年代初。所以，雖然我們想要許可，但是
他們不會給女流氓許可啊，組織許可。（因為）被認為是流氓集
會、女同性戀，所以不給許可。如果那時有給，那麼現在女運會
可能會再回來。

紀錄片中導演問李蛻，為何「女運會」被視為流氓組織？李蛻回應道，

「（因為）我們很引人注意，然後一旦我們聚在一起，就很團結。因為團

結，（警察）擔心我們可能會遊行示威或什麼。所以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警察就會來、一整群來。（怕我們）可能會示威。」除此之外，導演在訪

談中更明確點出，1960年代女性難以有公共社會生活的時期，像李蛻這樣

外顯身分不明的人更難以有社會聯繫。也因此，無關外表氣質、能自由行

動的「計程車司機」，成了李蛻「這樣的人」經常從事的行業；這在當時

也是非常高收入的職業（장일호2017）。儘管如此，當時開計程車維生的

李蛻，除了「女運會」外，幾乎沒有其他社會關係與支持系統。然而，唯

一可能成為其工作與性身分的支持系統，在威權統治下卻又無法合法化。

我認為上面討論觸及的，即是李蛻的「褲／酷兒生存模式」：透過「褲子

氏」的文化實踐、「女運會」這樣的另翼結盟模式、跨性別的各種體現形

式，自發而來的生存模式。而臺灣的「穿褲的」也共享了這樣的生命樣態。

藝術家與性別研究者黃孟雯（2018）曾透過長時間田野訪談、歷史資料

爬梳收集，以藝術形式呈現戰後初期臺灣「穿褲的」女性的身影。黃孟雯聚焦

1938年出生的「阿寶」的生命史，捕捉到的「穿褲的」有著如下的歷史身影：

日治時期政策促使臺灣女性就業風氣普及並延續至戰後，阿寶來
到臺北這個城市工作，因為工作認識了一群與她有著共同「穿褲
的」認同的「換帖的」─一群喜歡女人的女人們，她們彼此結
拜為「橋頭十三太妹」。「橋頭」是位於臺北的「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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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十三太妹」的祕密社會與「大稻埕」這個城市的文化有著
緊密關聯。大稻埕作為「橋頭十三太妹」主要的活動空間，她們
不僅在此娛樂與消費。她們更在此城市中以自我組織的方式賺取
金錢，獲得展演自身性別氣質的物質資本。（黃孟雯2 0 1 8：摘
要）

黃孟雯十分精彩地將「穿褲的」生命歷史化，並捕捉其性身分、政

治、經濟等面向的交織性。與「褲子氏」對照來看，「穿褲的」亦生存在

性別二元、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之間。如南韓1 9 5 0年代報紙出現過

的、以「義姐妹」為名的同性關係，「穿褲的」以「換帖、結拜」結成關

係，但是親密關係以外的結盟：

那時候沒有像現在公開，就晚上的時候有一個固定的地方，我們
互相換帖，下班就會一起聚會，一個帶一個，如果有朋友想要走
這條路，就會帶她來，大家聚在一起，覺得相處不錯，就想來「
換帖」。（轉引自：黃孟雯2018: 7）

這樣的辨認與往來與李蛻的經驗相仿。導演在紀錄片中問及李蛻如何

辨認出同類人，他回答道：「兩個女人走過去，一個是短髮，就知道了。

我們會告訴她們我們在哪聚會，她們都會來。第一次來的人會驚訝地發現

自己並不孤單，我們甚至有個俱樂部。」這樣非公開的集會，也是「穿褲

的」聚會方式。阿寶與他的「換帖們」都是有工作、做生意（店員、擺

攤、賣豬肉、金紙店、五金行等）的女性，下班後經常聚在其中一位「香

仔」家，但他們也經常「穿西裝上酒家」（i b i d.: 8）。這樣的社會關係模

式，在外界看來並非「法定關係」，並帶著高度「秘密結社」性質，再加

上性別氣質、工作性質，因此經常被視為「流氓、太妹」。17 

「穿褲的」的職業與性身分、與臺北「大稻埕」的商業化緊密連

結，也因此看戲、上酒家、與酒家交易是「穿褲的」重要經濟、娛樂活動

（ibid.: 17）。他們經常活動於「大稻埕」北方邊界的「橋頭」，因此有了

「橋頭十三太妹」這樣的稱號。T媽媽的記憶則佐證了這群「穿褲的」曾

17 在大眾媒體再現中，這些「不符合性別辨識規範」的人們，經常因為其穿著、
出入的場所、工作的類型等生活形態而被視為是流氓、太妹，是社會不安定的
份子。這類的媒體報導可見：《徵信新聞報》（1959/09/06,  1962/07/23）、
《聯合報》（1963/04/19, 1963/05/22）。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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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名震一時，並讓她在面對自己的性身分時說：「不會怕啊，又不是只有

我這樣。」因為「臺北橋那裡有一大群」。但也如黃孟雯指出的，「穿褲

的」之所以與「太妹」直接連結，是因為對於當時社會來說，她們某種程

度上都是社會秩序的反叛者。而這個反叛性又與「褲子」直接相關。「穿

褲的」如其名，只穿整套西裝褲裝，這與前述的「性別辨識規範」產生衝

突；而在1950至1960年代報紙中，「太妹」的反叛形象則與「牛仔褲」連

結在一起。如1956年曾有21歲女子「因於三天前買條牛仔褲，其母以形同

太妹即加責罵」而負氣自盡（《聯合報》1956/01/12）。或有報導淡水女

屍的新聞，描述「死者上穿黑毛線衣，內套奶罩，下著牛仔褲，腳統玻璃

絲襪，近似太妹型人物，死因不詳」（《聯合報》1956/03/15）。「牛仔

褲」與「太妹」的連結，或與王秀雲的研究發現相關，代表的是嬉皮、西

方文化的負面影響。另外也有直接將「女扮男裝」視為太妹的樣態，這些

新聞報導描述的就是「橋頭十三太妹」。18「穿褲的」與「褲子氏」在臺韓

戰後初期的政治氛圍中，同時被標籤為「流氓、太妹」，不僅是因為性身

分或性別氣質，更與其從事的行業、社會關係結盟的方式、甚至地域性相

關。T媽媽共享著這樣的時空經驗，也經常到臺北橋頭看野臺戲、泡茶室

（黃惠偵2017: 136），其性身分也在主流異性戀模式以外、於她長時間從

事的「牽亡歌團」事業裡，找到生存方式。

在後續出版的專書《我和我的T媽媽》裡，有一章〈T媽媽的女人們〉

記述了導演記憶中母親曾交往過的女性伴侶（ibid.: PART 4）。這些女性有

的有過婚姻、有過子女，也有後來跑去結婚的短暫緣分，但幾乎都是T媽

媽在「歌仔戲班」或「牽亡歌團」這兩個場域認識的。「牽亡歌團」對於

導演與母親來說是生命中十分重要的經歷，因為在逃離家暴丈夫後，自工

廠女工時期開始接觸的「牽亡歌團」成了T媽媽的生存來源，也是導演6歲

至21歲、無能受教育必須幫忙養家時從事的工作。但除了經濟上的支持，

「牽亡歌團」更是T媽媽情慾自主的空間。而因為「滿多戲班演員也會兼

做陣頭演出，所以她們基本上算是同一圈子的人，階層氣味相近」，而且

18   見：《徵信新聞報》（1959/09/06）、《聯合報》（1963/04/19, 196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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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在戲班和陣頭圈找生路、討生活的底層女性們」，有些會發展同性

親密關係，有時會「互認彼此的小孩為乾兒子、乾女兒」以表現互助情誼

（ibid.: 137）。臺灣酷兒文化研究者鄭芳婷曾闡明：「牽亡的戲劇性、誇張

和越境不僅指向生死之間的渡越階段，並且意味著阿女靈活地解放其所屬

時空，逃逸並抵抗性別規範和家庭範式間的聯盟。」（Cheng 2020: 4）我認

為「牽亡歌團」與「穿褲的」都具有「渡越性」：猶如T媽媽所處的「穿褲

的」時代，在社會文化轉型後逐漸被遺忘，「牽亡」在社會轉型、工業化現

代化後被斥為迷信逐漸式微；也如「穿褲的」過渡、介於性別二元之間，

「牽亡」儀式是為了讓往生者與在世者對話，是介於兩個場域之間的存在。

與前述的「女運會」或「十三太妹幫」不同，「牽亡歌團」是一種民

間經濟活動，任何階層的人士皆有，其組成並非以「穿褲的」為主，在導

演的描述以及T媽媽的經驗中似乎是「穿裙的」更多。這樣「非正式」的

儀式組織，與「女運會」、「十三太妹幫」相仿，在1970年代亦受到政府

壓抑，但其「地下」、「民間」性質，更容易容納、吸引「非典型」的人

們加入。 19在T媽媽交往過的女人裡，有在外島特約茶室做侍應生的「蓮

姨」、在「客廳即工廠」時代帶著他們一起做手工的「阿滿姨」  、在戲

班唱戲、做人二房的單親媽媽「環姨」、與伴侶各自領養小孩多元成家

的阿君姨等等。這些有著多元而「非典型」性／別身分的女性們，同時操

作著異性戀同性戀關係、在法定關係之外相互結盟、在常規之外進行經濟

活動。然而我們在書裡、紀錄片裡看不到這些實踐同性親密關係的女人們

使用任何詞彙自稱，或有任何性身分認同。但就如李蛻一樣，在外賺錢工

作、總是穿著褲裝、「抽煙吃檳榔打象棋麻將」、「很會贏錢的阿女」，

與其他會幫忙洗貼身衣物、幫忙看顧女兒的「媽媽們」20在異性戀規範之外

操作其性身分與性別角色，共享著一套「酷兒生存模式」。

19 彼時政府以改善社會方氣、提倡節約為名，欲禁哭墓、牽亡魂等儀式。見《聯
合報》（1979/09/25）。

20 或許是為了讓孩子得到多點照顧，阿女要導演一律稱呼他身邊的女性伴侶或友
人「媽媽」（黃惠偵2017: 44）。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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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對話：酷兒歷史的修復式閱讀 

「我就這麼生活過來了。」—李蛻

「哪有什麼好跟你們說的⋯⋯誰要了解我。」—T媽媽

前述霍伯斯坦指稱的「生活方式」、趙彥寧觀察到的「生命形態」、

巴特勒提出的「生存危機」，在李蛻和T媽媽身上更進一步展現了有如美國

女性主義者薇格曼（R ob y n W ie g m a n）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酷兒女性主

義批評和修復轉向〉一文中討論的「情感」和「時間」。薇格曼整理2000

年後女性主義理論中聚焦的創傷（Cvetkovich 2003）、倒退（Love 2007）

與反進步（A h m e d 2010）、慢死（B e r l a n t 2011）、情感支配（P o v i n e l l i 

2011）、酷兒「異步」（a s y n c h r o n y,  F r e e m a n 2010）等經驗的重構／重

返，她認為這些研究累積在在回應了21世紀剛開始的這十幾年裡「如此多

的不斷變化，政府和人們一樣，發現自己被淹沒在日常消耗中」，這些研

究「無論是政治競爭還是歷史理論化—都在一系列不同的條件下激增：

債務、危機、不平等、裸命、生物政治、新自由主義和帝國」（W i e g m a n 

2 0 1 4 :  5）。薇格曼表示，這些透過對情感和時間的融合分析來關注現況

的研究，回應的是資本主義或種族主義的日常經驗、進步與幸福的虛假承

諾。她更進一步表明，這些同性戀女性主義批判，大多不是訴求某種解釋

性策略或相反的世界觀，而是作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的集體情感的證

據和召喚。我認為薇格曼觀察到的情感與時間並非專屬於酷兒，就如同

「直／線時間」、「酷兒時間」、及其他資本主義時間其實同時存在在酷

兒生命裡，李蛻與T媽媽也正是在這樣的雙重，乃至多元的時間向度裡「生

活過來」的。但從兩部紀錄片帶出的歷史來看，在這些時間進程中出現的

（或說是被這些時間進程製造出來的）「羞恥」、「誰要了解我」的負面

情感，如何描繪了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將在本文最後這個部分討論兩部片

呈現的「日常生活」與「情感」如何抵抗現代生活的「奇觀」，以及兩部

紀錄片導演如何從「前輩」身上展開理解自身和自身所處時代的印記，最

後提供了一種修復式的歷史閱讀。

首先，我認為李蛻與T媽媽的生命經驗，體現了「非典型記憶」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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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時刻，這個歷史如趙彥寧提醒的，在以往的討論中都過分著重「意識形

態」與「象徵」分析，即大眾文化及自我再現的面向，因而忽視了歷史參

照系統運作模式的「物質基礎」。她也據此提出必須檢視「生產及再生產

活動的物質形式與條件如何可能霸權性地維繫並創構了家戶的形態、家戶

成員的情感連結、家戶意識形態的運作形式、與相關公民權的施展與剝削

模式」（趙彥寧2005: 49）。美國酷兒政治經濟學者威爾遜（Ara Wilson）

在〈親密性的基礎結構〉一文中亦將「親密性」與「基礎結構」並置來

看，以凸顯兩者之間的扣連關係；她解釋道，「『親密性』這個主題來

自女性主義與酷兒研究領域，被用來描述權力機制如何透過操作規範化

的論述，形塑關係與認同。」並提出「將基礎結構視為另一個重要的主

題，以挖掘各種將親密關係鑲嵌於權力範疇中的『物質－象徵』集合體」

（Wilson 2016: 248）。「基礎結構」一般指的是各種基礎建設、系統：如

交通、能源、通訊，亦即現代生活中唾手可及的大眾交通工具與馬路，水

電油等民生材料，電話網路等溝通媒介。而上述這些具體的設施皆指向各

種使移動／活動得以實現的網絡，因而威爾遜主張，要將「基礎結構」定

義為更凸顯、並涵蓋實質的、非物質的、規範性的元素（ibid.: 249）。

結合上兩位學者的見解，我認為兩部紀錄片呈現的「日常性」即凸顯

了親密性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兩部電影皆有許多捕捉到導演與被攝者一同煮

飯、吃飯等日常景觀的片段。《誰在找麻煩》影片一開始即是導演李英與前

輩李蛻一起在故鄉麗水住處挑菜、洗菜、煮飯。這段畫面幾乎沒有對話，

兩人自然地各自準備一般韓國家庭飯桌上必備的飯菜，在庭院的平臺上開啟

一段生命故事。而在李蛻的回憶裡，與過往的同志聚會、煮麵煮飯的畫面也

在他的敘述中歷歷在目。同樣的，《日常對話》中，很多母女對話都是在餐

桌上進行，T媽媽也經常在畫面中煮飯。導演在旁白中道出：「雖然我們已

經一起生活三十幾年，但我們卻一直都好像是陌生人一樣，除了桌上的飯

菜，我跟她的生活可以說是完全沒交集。」紀錄片最後T媽媽和女友一起去

到菜市場，買了導演喜歡的龍鬚菜，回到家裡煮飯。在揪心的對話之後，

母女兩人和孫女一起在飯桌吃飯，感覺吃飯之後母親表情輕鬆很多，然後

愉快地出門。甚至在《我和我的T媽媽》專書中，導演黃惠偵特別加入〈那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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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的家屋與家物〉一章，回憶一家子當作飯桌、功課桌的「小方桌」、

母親的「大同電鍋」，這些畫面、物件皆可被視為親密性的物質基礎。

我認為這些乍看之下再普通、陳腐（b a n a l）不過的日常活動，實則

充滿備受忽視的日常性。前述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列斐伏爾曾提出現代工業

化社會的歷史形態的特徵，是有日常生活（everyday l i fe），但沒有日常性

（e v e r y d a y n e s s）。他認為，「日常被現代性的表面覆蓋了。生活被隱藏

在新聞故事和來自藝術、時尚和各種事件的動盪影響下〔⋯〕那轉移了我

們對於日常生活的認知，並以為那些奇觀就是日常性。」（Lefebvre 1987: 

10-11）這與哈若圖寧的觀點不謀而合，但兩位學者皆未明確討論何為國

家歷史與工業化資本主義遮蔽的「日常性」或「每日生活」。我嘗試不斷

回看兩部紀錄片中數段煮飯、共食的畫面，發現這些於我也是非常熟悉的

經驗。相對於外在時空各種衝突、抗議、災難，與內在的秘密、創傷、痛

苦，這些畫面呈現一種幾近「平庸」的敘事：對於觀眾來說，那些煮飯場

景沒有任何戲劇性的對話、過程或結局，而且這種行為太普通、太日常，

也因此讓生存狀態得以不受奇觀遮蔽，更進而讓意義退到情感後方，讓位

給被擠壓、噤聲、抹除的非典型記憶。我在此凸顯的「日常性」，亦與黃

惠偵在拍攝筆記中寫下的，那些「隱身在平淡的日常」、「那些柴米油鹽

的對話裡」的「魔幻時刻」產生共鳴（黃惠偵2017: 223）。這個「魔幻時

刻」與列斐伏爾觀察到的「奇觀」不同，兩者更像是平行又共存的歷史時

刻。前者是由我所稱的「非典型記憶」構成，後者則是現代化主流社會的

歷史記錄；「非典型記憶」是由危危欲墜、不穩定、非常態的生活方式譜

寫，卻也經常是最平庸（banal ity）、最一般的生活物質史，因此有別於、

也內含於透過各種社會規範形成的集體記憶。從「日常性」介入觀察，我

認為兩部紀錄片提供了酷兒歷史的修復式閱讀。

兩部紀錄片展現的「日常性」，或可視為呈現了薇格曼觀察到的、兩

個同時相互匯聚、又分歧的學術討論路線：

一是從女性主義立場論中產生的、並與後結構主義一起強調日常
生活政治；二是近期在所謂的「新唯物主義」的背景下對身體重
新定位，這樣的批判實踐不再只琢磨社會建構的意識形態和表演
性，轉而討論較少被觸及的生活體現。（Wiegman 20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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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煮飯」的日常政治來說，李蛻與T媽媽凸顯的是女性的邊緣位置

與重構社會認知的動能，他／她們不因為「穿褲」而僅實踐單一性別生

活方式（男性不下廚）、或服從性別規範（因為是女人所以下廚），而

是能從自身位置對既有的社會認識提出質疑，重構生存模式。薇格曼即

以海瑟愛（Heather Love 2007）的《感覺倒退》（Feeling Backward）和弗

里曼（Elizabeth Freeman 2010）的《時間束》（Time Binds）為例，討論

這兩本近年來十分重要的酷兒研究著作如何回溯到賽菊蔻（E v e K o s o f s k y 

Sedgwick）在1980年代提出的「修復式閱讀」（reparative reading），並將

之視為一種批判上的引導，以回望過去（及歷史）來有效地理解當下。賽

菊蔻在經歷1980年代的愛滋恐慌與多位摯友逝去後，思考酷兒批判如何精

心調製了一幅以悲觀主義擘劃的倒退未來圖景，驅動偏執（paranoia）以應

對生命歷程中悲痛、哀悼與焦慮感。賽菊蔻試圖提出以不那麼激進、不那

麼以命題為導向、不那麼偏執的方式重讀歷史感知，特別是那些被定位為

負面的情感（negative affects）。這樣的做法旨在修復恐同以及其他形式的

偏見和暴力帶來的破壞性影響，而不是僅僅揭露這些暴力與偏見。海瑟愛

由此重新檢視負面感覺對於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提醒無論在哪個位置生產

出來的論述與情感都是有階序性的，憂傷、沮喪、妒恨是必須克服的負面

情緒，卻也是酷兒主體的生存狀態。弗里曼則採取了與海瑟愛相反的情感

視角來處理當下的政治問題，她認為，苦難「不一定是上一輩提供的唯一

養分」，並轉向討論「快樂」和「色情」，但這並非無視「失落」、「哀

悼」和「消極」，而是作為一種接受、並與心理需求（psychic demands）

協商的手段（Freeman 2010: 19）。黃惠偵即透過《日常對話》表達了這樣

的情感：「能夠侃侃而談自己的幸與不幸，都是幸福的。」（黃惠偵2017: 

223）而李蛻在受訪中經常以堅定的姿態回溯過去與現在的自己，在拍攝其

日常生活中出現爽朗的一句「我今天很好！」（좋아！오늘의 내가）也強
烈觸動導演李英，並把這句話放上院線海報。這些正向的情感能量，乃建

立、並轉化自過往的痛苦經歷，而非對過往的否定或遺忘。

在上述討論裡，「修復性閱讀」並非是要提出「另一種」批判模式，

而是朝向以酷兒主體生命中經驗的情感、結盟和愛，來挑戰或取代酷兒回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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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常態性規範時出現的拒絕與憤怒情緒，以此重新形構（reconfigure）批判

方式，更重要的是，彌補其日益受損的自主性。酷兒研究者劉文曾引用「修

復式閱讀」討論臺灣同運論述中的「同志公民」和「酷兒左翼」對立立場；

前者以驕傲公民爭取權利，後者則以偏執閱讀批判前者正典化的傾向；但為

了跳脫這類的二元對立，劉文提醒「我們需要的並不只是質疑運動的負面

情感閱讀，而是更多的想像和不同版本的未來詮釋」（劉文2015: 123）。

因此我無意將李蛻與T媽媽經歷過的「非典型」生存模式作為主流歷史的對

立面，或以此為另翼批判，我欲進一步探問的是：在他／她們「就這樣生

活過來」、「不求被了解」的歷史經驗中，李蛻與T媽媽身上的這些日常記

憶如何傳遞到下一代身上？這也是兩部紀錄片導演同時都處理到的面向。

如前述李英將自己視為是「褲子氏的後輩」，在當代各種恐同、天災

人禍、恐怖主義的擠壓下，她轉向酷兒前輩尋求指引，回溯其生命經驗、

映照當下，並問道：（當下的酷兒）我們該怎麼做？李蛻在走過7 0年的

生命後，明快的回應道：「我沒有隱藏、選擇這樣子過活，你們為何要隱

藏？自信地活著，這是我給年輕人的要求，對自己的勇敢感到驕傲，這是

你們一貫該做的。」我認為李蛻在此的建議並非全指向「性」的表現，而

是自己的「生存方式」。又如黃惠偵體悟到的「作為一個女同志的小孩，

我的確有著非常痛苦的成長經驗，然而那痛苦並不是因為我的母親是同性

戀，而是因為其他人的歧視」（黃惠偵2 0 1 7 :  2 0 5）。她從而深刻認識到

「天下的媽媽都是不一樣的」（i b i d.:  216），而這對於已為人母的自己，

形成重要的參照，甚至欲將這樣的生命經驗參照傳遞給下一代。21 

據此，本文即希望以「褲子氏」與「穿褲的」的過去觀照當代臺韓社

會，提醒酷兒前輩們在歷史過程中被抹除的不僅是其性身分表現，構成其

「生活方式」的親密關係、經濟活動、社會網絡，乃至工作、信仰等，都

在主流歷史、現代化工程中被排除，相應的情感結構與解釋也被抹除。然

而，即使他們曾經歷的生存危機已傳遞至下一代身上，在不同世代所處的

21 她在跟母親斡旋拍攝時，表示「要拍給我的女兒看，萬一她還沒長大你就不在
了，我現在把你的故事拍下來，這樣她長大之後才能夠知道她阿嬤是個什麼樣
的人。」（黃惠偵2017: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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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空、在各種邊緣主體之間，依舊橫亙著各種區隔差異、阻絕參照的

阻礙，但我認為兩部紀錄片同時提供了這段歷史的修復式閱讀，對於理解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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